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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意識

⊙ 秦 漢

 

林振江、梁雲祥主編：《全球化與中國、日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西方的緊張關係構成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歷史主題。但隨

著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話語在中國得到熱烈的擁抱，且每每被宣稱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

流」，而種種「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預言和「實現雙贏」的大話就更製造出了如醉春風的氛

圍。其實，全球化所指稱的國際性社會變遷，其推動者是西方發達國家；所以，相對於那些

辯證無比但難免一廂情願的空談，保持嚴肅的問題意識才是思考和應對全球化的必要姿

態。2000年3月，有中日兩國學者參加、以全球化為主題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日本與亞洲」

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報告和論文在會後分別用中、日文結集出版，為輿論和學術界

所注目。

討論會是根據日本學者的建議以全球化為切入點展開研討的，而從雙方的報告和論文來看，

兩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存在深刻的差異。在中方的特別演講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發展中國

家所提供的融資渠道、技術引進機遇和在人才流失、就業壓力、企業競爭等方面造成的挑戰

成為思考全球化問題的注意點，並相信只有開放帶來的壓力才能促成「真改革」。這代表著

發展主義的全球化問題意識，也反映了從80年代「改革開放」到90年代「開放改革」的發展

觀的轉變。總之，關注自身發展問題的學術方向感主宰著中國的全球化研究。而中國的國際

關係學者的論文則幾乎沒有全球化的視角，仍是在有利於「地區安全與穩定」和維護「世界

和平」的一般性議論中表達著加強中日關係或發展中美日三邊合作的願望。但這種願望的學

術意義恐怕是值得考量的，因為它們缺乏充分直面中美日關係問題的實證分析。對於中日關

係而言，應該探討化解中美之間緊張的途徑以改善中國在處理中日關係時的地位，研究適當

解決戰爭責任問題的可能方式以從根本上建立相互尊重、信賴心理基礎；否則，日本利用中

美關係的緊張對中國保持一種優勢姿態，而中國不能不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右傾動向

提出批評，但日本卻表現出抵制的情緒，這種「冷友好」的尷尬狀態難免會持續下去。

如果說中國學者缺乏以全球化視角思考中日關係問題的意識與自覺，那麼日本學者則顯示了

以全球化話語策略引導中國超越與日本的「歷史問題」糾葛而發展地區合作這種處理中日關

係問題的努力；也就是說，他們思考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是明確、直接並且有著強烈的國際關

係利益取向。在討論會上，日方籌備委員會負責人致辭說：要在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主義背景

下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國際關係及日中關係。而日本駐華大使的致辭更突出了「二十一世

紀亞洲的日中合作關係」的視點，希望探討以超越雙邊關係的日中合作來為亞洲地區的安全

保障和經濟發展進而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但作為處理日中關係的第一線外交家，他同時特

別強調了「兩國間的相互理解不夠充分」這一「令人遺憾」的問題。日本學者則作出進一步

的學術表達，稱「相互依存的發展」尤其需要「相互理解」，並且也不無遺憾地指出：兩國



領導人對「二十世紀的問題希望在二十世紀解決」這一點的意見是一致的，但現在的日中關

係還沒有構築成充分信賴的關係。那麼，在日方看來，不利於中日關係的「相互理解不夠充

分」問題究竟是甚麼呢？正是民間存在著深刻對立而官方卻刻意曖昧化的「歷史問題」。這

可以從同日本駐華大使1999年3月在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的演講中得到印證。那時，他不僅同

樣強調全球化形勢下兩國應該致力「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日中關係」即「世界中的日中關

係」，而且針對中國要求日本正確處理「歷史問題」，他表示不可否認日本對過去的錯誤和

給亞洲國家帶來的巨大損害感到歉疚並作出了反省。總結日方的觀點，就是：中國應該充分

理解日本在反省歷史的基礎上已經成為和平、民主國家，不要因為日本的右傾保守思潮而以

「歷史問題」相責攻，應該發展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來應對全球化的新形勢。而關於應對全

球化挑戰的區域合作這一發展中日關係的正途，日本學者提出了通過建立地區機構在國際制

度與各國政府間發揮緩衝作用以趨利避害的「全球化適應戰略」，描繪了形成日中韓軸心以

推動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的前景。可以想見，對於發展主義價值觀居於政治話語主流的中國

來說，這些理論還是有魅力的。

不過，正如討論會會場被一位「闖入者」追究日本對南京大屠殺態度的責問打亂所象徵的，

中日關係在場面上的友好氣氛是脆弱的──如果人們不刻意掩飾或迴避「歷史問題」的話。

但事實證明，掩飾和迴避的結果是「相互不理解」，而且會引發政治緊張和社會思想分裂

──90年代以來，與東亞其他戰爭受害國家的情況一樣，中國的民間索賠活動正在獲得越來

越廣泛的社會支持，並且在美國和國際人權運動的法律援助下開始了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跨國

訴訟；在日本，批判政府逃避戰爭責任的「克服過去」運動得到許多市民團體的響應，與右

傾保守思潮構成了深刻的思想衝突。或許與上述「事件」的刺激有關，日本學者在日本版文

集的前言中雖然沒有觸及「歷史問題」，但鄭重地提出要反思邦交正常化以後「友好的本

質」，認為「那種友好」有著「當權者的獨佔物」、服務於「反美」目的和「商業主義產

物」等多面性。他們意識到中日關係的「複雜化」，即由於兩國關係已經由過去的政府中心

轉變到更加廣大的範圍，很容易發生摩擦。其實，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作為一個癥結的「歷

史問題」，但由於雙方都沒有正視「歷史問題」的「戰爭責任問題」性質，結果「相互理

解」便幾乎成了一句不著邊際的空話。

那麼如何探索實現中日兩國真正「相互理解」的路徑呢？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認識到，戰爭造

就了政治群體和民族國家，戰爭決定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中華民族是日本侵略戰

爭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他們的苦難得不到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體恤，那麼從作為政治和文化單

位的民族整體層次而言，中日兩國難以找到道德信任和人格平等的真實感覺。在近現代史

上，日本第一次「脫亞」成為帝國主義強國，其所主張的「亞洲主義」給亞洲帶來了戰爭災

難；而第二次「脫亞」加入西方陣營則逃避了對受害國家的戰爭責任，以致亞洲仍然存在著

阻礙民族和解的「戰爭責任問題」。那麼，日本現在主張「地區主義」的目的和可接受性能

不令人懷疑嗎？在帝國主義的文化態度和殖民主義的價值觀沒有經過嚴肅的政治過程受到審

判和清算之前，全球化語境中的地區主義的面目當然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總之，

亞洲的歷史是分裂的歷史，而侵略戰爭受害國民眾的索賠要求不斷遭到拒絕的案例，仍在無

情地延續著分裂並證實著克服分裂歷史的艱難，當然也反證了政治主義、經濟主義、國家主

義價值觀主導的戰後外交的某種失敗和後遺症存留。「世界和亞洲的中日關係」概念固然可

以作為避免雙邊關係容易糾纏「歷史問題」麻煩的策略，但其超越「戰爭責任問題」的有效

性還有待考驗；因為政府間的合作欲望更多地是反映著政治家的生存理性，可合作本身就必

然要涉及兩國民眾相互對視的現場了──這便是中日關係「複雜化」的要義。在二十世紀的

最後一個冬天，日本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卸任告別北京前說：「只有不再需要使用友好這種



外交辭令時，才說明日中關係成熟了；但目前還必須用『友好』來維繫雙邊關係。」既然日

本學者和外交家都已經對「友好」表明了審視的態度，那麼作為中國學者，如果研究中日關

係或地區合作，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新的問題意識下把反思戰後歷史的實證研究作為學術活

動的起點而重新出發嗎？在全球化這一陌生的知識空間裡，中國學者是像歷史上曾經的那樣

反客為主般地作必然論之類的學舌，還是把握自己保持一種審慎的批判立場，相信這其中並

不見得有甚麼難以抗拒的宿命，而在於我們作怎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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